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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基于网络而存在的虚拟社区逐步纳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视野。传统的

民族志研究方法面临挑战，网络民族志应运而生并日渐凸显其重要性。研究者如何融入所研究的

虚拟社区及进行参与观察成为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研究者可能回归“摇椅”进行田

野工作，以虚拟身体实现到场，但为了确保融入虚拟社区，应满足“浸染”的规范性要求，即长时间

持续专注虚拟社区中的互动。研究者可以通过“非参与式”浸染的方式成就民族志，但“参与式”浸

染即“参与观察”依然是居于主导的方法和要求。“浸染”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参与”是网络民族

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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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我国网民规模为９．０４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６４．５％，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８．９７亿。① 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娱乐、购物，互联网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线

教育、在线办公等方式不断推广的大势所趋之下，教育、社交等类型的网络应用用户规模呈现

大幅增长，②互联网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嵌性进一步深入。对线上社区中的人类活动和互动

进行研究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网络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兴起，③“互

联网人类学在中国必将大有所为”，④而互联网人类学研究方法，即网络民族志在社会科学中

的意义也愈加凸显。

在国内学界，在亚文化、族群研究、流动人口、教育学、社会运动、性研究、传媒研究和虚拟

现实等诸多领域都已产生了采用网络民族志进行研究的成果。从已有研究来看，就方法论进

行总结与反思的研究少之又少。⑤ 更重要的是，从实证研究的方法叙述和内容呈现来看，对网

络民族志的误解广泛存在，有大量研究将网络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等同于网络民族志。

涉及网络民族志的学术探讨大多流于表面而未涉及根本性问题，难以对研究实践产生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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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学科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ＹＪＣ８４０００１）

和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体语境下集体抗争的话语及组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７２０１６１０８３）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② 参见第４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参见卜玉梅：《网络人类学的理论要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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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义。由于缺乏具体操作技术的规范，研究究竟如何开展、方法到底怎么使用成了悬而未决、模

糊不清的问题。应用这一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研究者也因之无所适从，甚至偷工减料、张冠李

戴。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网络民族志的发展踟蹰不前，甚至走向歧途。

人类学及民族志虽然一直处于发展和变迁当中，但马凌诺斯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创

立的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研究范式，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长期的田野工作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又称田野调查或田野作业）也始终是其建构知识的基石。即使是后现代人类学，

质疑田野调查的“客观性”和强调民族志书写的“虚构性”，也并不等于可以抛弃基础的研究方

法和程序。① 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亦应如此。随着研究的田野从现实的地理空间向线上社

区的发展而带来的情境变化，田野工作究竟如何开展？作为基础方法的参与观察是否依然适

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是人类学及民族志介入互联网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所面临

的重要课题。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案例和实践经验，探讨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相关问题。②

有学者认为用经典民族志的标准来对网络民族志研究的原则进行限定，会导致网络民族志在

确定性和独立性上的无根。③ 笔者认为，网络民族志既然成其为民族志，必然有其根基所在，

在民族志发展变迁的脉络和知识谱系中去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方法也是探索的必经之路。为

此，本文拟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论述，在与经典民族志保持对话的同时，探讨网络田野工

作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网络调查情境的田野工作方法，为相关实证研究提

供方法技术层面的参考。同时，思考其与内容分析等方法的区别，以期在澄清方法误区的同

时，更好地确立网络民族志的根基及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鉴于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相

互交融，线上和线下的相互嵌入，研究者除了在线上进行田野工作以外，通常还要将调查拓展

到线下。④ 本文仅就网络田野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及反思。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 使用 “网络民族志”（ｎｅｔ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和 “虚拟民 族志”（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新型民族志方法。笔者在《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

一文中使用的是“虚拟民族志”一词，用“虚拟”凸显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特性。⑤在本文

中，笔者使用“网络民族志”。⑥ 笔者更换概念并不是对以往概念的否定，因为不管是“网络民

族志”还是“虚拟民族志”，都是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致力于理解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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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连海：《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与对垒》，《民族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笔者在《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一文中已对此有所阐述，但由于该文旨在全面梳理虚拟民族志相关的问

题，对田野工作的探讨只是点到为止，未曾展开和深入。参见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６期。

参见江飞：《场景研究：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学海》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⑤ 参见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这里使用“网络民族志”而不使用“虚拟民族志”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因“虚拟”一词在语义上与“真实”相对，容易

被误解为网络空间及其中的人类活动是“不真实”的，尽管笔者在《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一文中强调因其同样是真

实而有意义的，才具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第二，在人类学界，针对民族志的书写而引发的关于“真实”的反思

性讨论持续至今，“虚拟民族志”的概念容易被联想为是作为民族志书写的“不真实”一种的表述。第三，笔者虽然在《虚拟民

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一文中着意强调了将研究拓展到线下的意义，但“虚拟民族志”的概念容易被很多研究者理解为只

需对社会经验的线上部分进行研究。第四，相对而言，“网络民族志”的概念比“虚拟民族志”更宽泛一些，能够囊括更大范围

的网络社会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线上社区（亦即虚拟社区），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网络而建立起来的，其虚拟性正在逐渐减

弱。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线上线下的互嵌性更加深入，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致“虚拟”与“现实”的二分

在有些情境下也面临挑战。“网络民族志”概念更大的包容力可以顺其自然地避免这种二分带来的限制。



现象。

一、田野工作方式的变迁与虚拟田野

（一）田野工作方式的变迁

在１９２２年面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马凌诺斯基描绘了这样一幅细致而鲜活的

田野工作画面：

在我把自己安顿在奥马拉卡纳之后不久，我就开始融入到村落生活之中，期盼重大的或节日类的事件，

去从闲言碎语以及日常琐事中寻找个人乐趣，或多或少像土著那样去唤醒每个清晨，度过每个白天。我从蚊

帐里爬出来，发现我身边的村落生活刚刚开始躁动，或者人们因为时辰和季节的原因已经提前开始工作，因

为他们起床和开始劳作的早与晚是根据工作需要而来的。当我在村落中漫步时，我能看到家庭生活的细节，

例如梳洗、做饭、进餐等；我能看到一天的工作安排，看到人们去干他们的差事，或者一帮帮男女忙于手工

制作。①

这俨然成为人类家田野工作的原型，类似的情景在研究异文化的民族志作品中不断重现：

一个白人男性民族志者，远离家乡，成年累月地待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用他们的

语言交谈，和他们面对面地接触，在参与中观察、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

７０多年后，布尔乔斯（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Ｂｏｕｒｇｏｉｓ）在一部关于毒品贩卖的民族志中，记述了他在城

市街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情形：

脑海里铭记目标，我在街区住了几百个晚上，在破败的房子里观察毒贩和瘾君子。我经常记录他们的谈

话和生活史。更重要的是，我还拜访他们的家人，参加他们的派对和私人聚会，从感恩节晚餐到跨年夜的庆

祝活动等等。我以朋友的名义，访问了他们的配偶、恋人、兄弟姐妹、母亲和祖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采访这

本书里所提到的毒贩的父亲。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访问当地官员并参加一些制度性的

会议。②

９０余年后的互联网时代，毕昂斯托夫（ＴｏｍＢｏｅｌｌｓｔｏｒｆｆ）在他研究虚拟现实世界③“第二人生”

（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④的著作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田野笔记：

当天下午９点１６分，当地时间，几分钟前我登录了“第二人生”，我接受我的朋友Ｋｉｍｍｙ的邀请，去参观她

的新房子。我到达她所在的位置，发现自己在小岛上一个标准的二层小楼的厨房里。类似的小岛点缀着附近的

景观，小楼与其他房子相映成趣。Ｋｉｍｍｙ和她的朋友ＢｅｔｔｙＡｎｎｅ出去玩，我们三个人挪到了Ｋｉｍｍｙ的新客厅里

闲聊，看着棕榈树在窗外晃动。十五分钟后，我的聊天记录中记录着我们正在讨论要打一场高尔夫比赛。⑤

近１００年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斯特林（ＥｖｅＳｔｉｒｌｉｎｇ）记述了他研究社交网站“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田野工作情景：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出门则使用智能手机访问脸书。我还携带笔记本电脑和智能

手机移动到其他地方。这意味着我的观察不是在固定的位置进行。我参观了我的参与者光顾的实体空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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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版２００２年版，第５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Ｂｏｕｒｇｏｉｓ，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ｅｌｌｉｎｇＣｒａｃｋｉｎＥｌＢａｒｒｉ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３．

虚拟现实世界通常是以计算机模拟环境为基础，以虚拟的人物化身为载体，用户在其中生活、交流的网络世界。虚拟

现实世界的“居民”可以选择虚拟的模型作为自己的化身，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各种媒介交流。后文简称虚拟世界。它

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也重新定义了基于互联网的三维空间的虚拟现实社会。

由美国加州“林登实验室”（ＬｉｎｄｅｎＬａｂ）开发。

ＴｏｍＢｏｅｌｌｓｔｏｒｆｆ，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７２．



会、公寓咖啡厅和大学图书馆，并在这些地方访问了脸书。对我来说，我体验了我的ＦｂＦ① 所做的事情，即他们

使用脸书的空间化实践。这种连接性的民族志方法让我有机会在整个数字和物理环境中去考察脸书使用的混

合性和层次性。②

以上四个片段分别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场景中从事田野工作的截面图

景。一般而言，田野调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通常都要经历进入田野前的准备（如阅读

相关资料、初步学习语言）、进入田野（进入现场、确定报道人等）和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

察、访谈或自发的谈话等方式）这三个阶段。③ 研究者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资料，发现、接近和揭

示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虽然马凌诺斯基和布尔乔斯所处的时代和所面对的田野

类型已有所不同，但都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察或访谈等方式，获

取一手资料。毕昂斯托夫和斯特林的田野工作，相对于马氏和布氏，已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毕昂斯托夫用虚拟身份与他的虚拟朋友在“第二人生”进行互动，他观察的不再是现实中人们

的生活，而是虚拟世界中虚拟人物的活动；斯特林不是到远方的田野中去，而是在家开展田野

工作，甚至在任何能连接到“脸书”的地方进行研究。他们到达田野了吗？在频繁的登录和退

出以及更换地点的情形下，民族志所要求的参与观察如何进行和体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真

正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生活或行动作出描述和解释吗？田野工作方式的变迁和调整，源于所

面对的田野形态和特质的变化。对网络民族志的田野作出界定，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

（二）虚拟社区成为民族志的田野点

在前互联网时代，研究者感兴趣的活动发生在现实的田野之中，即某种具体的场景或处所

之中。④ 如一个原始部落、一个村庄、一所学校、一个棚户区或一个工厂的生产车间等。⑤ 田野

意味着某个地点（ｓｉｔｅ）。⑥ 在这种具有地理意义的田野里，民族志者能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

活，能够相互拜访。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会在线的、虚拟的田野进入民族志者的视野，像“第

二人生”等虚拟世界和诸如“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站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何以能成为民

族志的田野？是否任意的网站或网络空间都能成为民族志的田野？

笔者认为，不管是“第二人生”还是“脸书”，频繁的、持续的人类互动发生在其中，正如发生

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一样。人们交流信息、娱乐或学习、进行讨论或建立关系网络，并通过不

断的重访和共享的规范，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甚至确立情感，如此形成了所谓的“虚拟社区”

（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按照莱茵戈尔德（Ｈｏｗａｒｄ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的界定，虚拟社区作为从网络兴

起的社会集合体，其同样能成为“社区”，在于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其中，且能进行足够长时间的

公共讨论，并伴有充分的人类情感。⑦ 足够多的人，且在一段时间内有一定数量的互动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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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ｆｒｉｅｎｄｓ的简写。

参见ＥｖｅＳｔｉｒｌｉｎｇ，“‘Ｉ’ｍＡｌｗａｙｓｏ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ｓａ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ｉｔｅ，”ｉｎＨｅｌｅｎｅＳｎｅｅｅｔａｌ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Ｇｕｉｄ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６，ｐ．５８。

参见罗红光：《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８４－２９１页。

参见［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０－５１页。

涉及多点民族志的情况，在本文中不做讨论。有关多点民族志的讨论，参见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ａｒｃｕｓ，“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ｄ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９９５。

参见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参见 Ｈｏｗａｒｄ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３。



以确立社区的感觉和群体的感觉，是虚拟社区的关键元素。① 就此而言，一个虚拟社区可以是

一个网络论坛、一个聊天群组，也可以是一个社交网站、一个虚拟世界，却不能是一个没有互动

或者只有一次性的、偶然接触的门户网站。

虚拟社区的社区性也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其中，开展田野工作。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社区

广泛存在，不计其数，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其作为民族志的田野对象具有高度的稳定

性。为便于后文的讨论，在此对虚拟社区的类型进行一个初步的划分。基于长期以来的观察

和体验，笔者认为，目前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虚拟社区：其一，信息社区。如天涯社区②等网络

论坛，新浪微博、“脸书”等社交网站，Ｂ站等视频分享社区。在这种社区中，成员之间的交流主

要是为了分享信息、新闻和故事等。其二，联结社区，如基于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建立的社

区。这类社区中的联系通常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在网络上的延伸；此外，还有基于共同的特殊

身份而建立的社区，如同性恋社区、同妻（同夫）社区等。其三，游戏社区，如“魔兽世界”等竞技

网络游戏空间。其四，虚拟世界（虚拟现实世界），如“第二人生”等。研究者可以基于不同的研

究主题、目标和问题选择一个或多个虚拟社区。近年来，民族志者往往对后三种类型的社区给

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也是因为后三者相对而言的封闭性带来的更强的社区感。反之，

并非任意的网站或其他不具有社区特质的空间都能成为民族志的田野，那种偶然被访问且不

存在持续互动的网站不能成为民族志的田野。

选定田野点之后，如何在所选择的虚拟社区中开展田野工作？下文将针对前文的发问，从

进入田野即“到场”、融入虚拟社区和参与观察法的操作等几个层面分别论述。

二、重回“摇椅”：虚拟身体到场

（一）重回“摇椅”进行田野工作

从人类学被赋予独立学科地位的１９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末，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理

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游客、商人等记录关于海外民族奇风

异俗和趣闻轶事的民族志材料；专业人类学家则在书斋中对这些材料或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

说等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泰勒（ＥｄｗａｒｄＢ．Ｔｙｌｏｒ）、弗雷泽（ＪａｍｅｓＧ．Ｆｒａｚｅｒ）等人类学家，采

用这种方式写就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可他们却不情愿甚至不屑于做田野调查，被冠以

“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称号。

一战期间，马凌诺斯基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等地进行调查达四年

之久。他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

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而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

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独一无二的事情”。③ 凭借文献与文字，人类学

能够生成对于历史和社会的一种理解；而要理解文化的本真面目，人类学家需要亲身进入当地

社会，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口述传奇。研究者往往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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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美］罗伯特·Ｖ·库兹奈特著、叶韦明译：《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重庆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１页。

参见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８页。



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而不是泛泛收集资料。他们强调标准化的田野工作

时间、①土著语言的掌握、必要的调查项目和程式化的调查步骤等。② 这便是科学民族志的田

野工作模式。经普里查德（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格拉克曼（ＭａｘＧｌｕｃｋｍａｎ）、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等人的实践，这一田野工作模式在人类学及社会科学界声名远播。这也预示着“摇椅

上的人类学家”的时代一去而不再复返。离开“摇椅”，意味着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和文

化，到美洲新大陆去，到非洲、亚洲的殖民地去；抑或远离都市，去农村、草原或荒野等地方；或

者到城市中特定群体居住、亚文化生成的边缘地带去。总之，民族志者到田野去，也就意味着

他们离开自己的社区、习惯的环境和熟悉的行为认知模式，进入另一个即将开展研究的社

会。③ 离开“摇椅”，意味着一场“旅行”（ｔｒａｖｅｌ），意味着从“这里”（ｈｅｒｅ）到达“那里”（ｔｈｅｒｅ），去

体验和感受异文化。

在２１世纪的互联网时代，海因（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ｉｎｅ）在她的《虚拟民族志》一书中宣称：“互联

网的民族志不一定需要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旅行。”④她认为，访问互联网侧重于体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而不是身体的位移（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互联网民族志者只需要坐在大学

的办公椅上，“而远用不着把自己的裤子弄得脏兮兮”。⑤她在伍德沃德（Ｌｏｕｉｓｅ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案

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中，践行着在办公室进行田野工作的理念：

当法官裁决的第一条新闻出现在互联网上时，我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双脚放在桌子上，背靠在椅子上，

左手接过电话参与预先安排好的电话会议，探讨与路易丝完全无关的话题，右手点击鼠标，访问路易丝·伍

德沃德网站，办公室门开着，我倾听着对话，并试图确定Ａｌｌｅｇｒａ是否注意到这一裁决已经做出。⑥

由此可以构想这样一幅画面：研究者坐在电脑显示器前，点击鼠标，进入虚拟社区，而不是

走出去，到一个炎热的热带环境中与当地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也不是到一个街区或村落，与

生活在那的群体进行面对面交流。试想，这不就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新姿态吗？水土不

服和内心的孤独寂寞，人类学者在实地田野调查中所必须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遭遇，由此得以幸

免。⑦ 甚至，研究者还可以力求创造舒适的工作空间，在必要的时候将工作地点挪到其他任何

可能的地方去，正如毕昂斯托夫等学者在《民族志和虚拟世界》一书中所声称的：

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工作空间，以尽量减少疲劳，让眼睛舒适，甚至克服像腕管综合症之类的问题。例

如，Ｔｏｍ经常在专业跑步机上跑步，而Ｔ．Ｌ．连续几年趴在键盘上以致对她的脖子造成损伤后，终于有了可以

舒适地站立办公的桌子……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更喜欢在传统的实验室或办公室里工作，但我们或许也希

望创建一个家庭办公室以拥有一个私人的、隔离的工作空间。即使我们主要在实验室工作，家庭办公室或许

是有用的，因为许多虚拟世界的活动发生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如果在旅行或时间安排紧凑，我们可能会

想方设法在咖啡厅或酒店公寓里进行田野工作。⑧

前文提及的斯特林的研究亦是如此。不同的是，马卡姆（ＡｎｎｅｔｔｅＭａｒｋｈａｍ）基于她本人

互联网重度使用者的生活经验，在她的研究中记述了田野工作过程中的身体遭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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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例如，至少一年的田野调查周期。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长度要求，学界说法不一，参见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

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但可以说半年以上是基本要求，可参见后文相关论述。

参见张连海：《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与对垒》，《民族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参见［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５０页。

⑤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ｉｎ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００，ｐ．４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ｉｎ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７２．

参见ＲｅｎｅＴ．Ａ．Ｌｙｓｌｏｆｆ，“Ｍｕｓ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２００３．

ＴｏｍＢｏｅｌｌｓｔｏｒｆｆｅｔ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７２．



经过几个小时的（线上）工作，我的身体痛苦地呻吟。不管我怎么调整椅子，背一直在疼。如果我不嚼口

香糖，就会咬牙切齿；如果我不说话，嗓子又粗又酸。而我的双手最受罪。①

不管怎样，基于技术的发展，人们早已可以摆脱对空间的依附。② 研究者进入田野亦不再

受时空限制，只要可以连接上网，并进入所要探索的虚拟社区，实验室、办公室、咖啡厅、酒店公

寓等都可以成为进行田野工作的场所，甚至不再需要正襟危坐于电脑前，而可以选择停留于任

何地方，舒适地躺在摇椅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摇椅人类学”的回归？

从表面的形式看来，这确实是“摇椅人类学”的复归，因为与１９世纪的人类学家一样，研究

者没有经历长途跋涉去到研究对象所在的地点，而是在自己生活或工作的空间范围内开展田

野工作。但实际上，它与早期人类学的“摇椅”研究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现为研究者

与研究对象的绝对分离，研究者仅仅对二手文献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完全非在场的想象和猜测

实现理论的建构。而网络民族志的重回“摇椅”，则是一种进入虚拟社区的他者世界，以切切实

实的“到场”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当然，“到场”的意涵已经有所变化了。

（二）虚拟身体到场

在传统的田野工作中，“到场”意味着研究者的肉身出现在实地的田野中，因此必须经历远

距离的地理空间的位移，甚至跨越重洋、翻山越岭才能实现。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缔造

“虚拟身份”的方式，实现了大众在网上的“数字化生存”，并实现了实体空间的肉身在场与虚拟

的在场方式的相互混杂、交织以至于融合。③ 因此，在网络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到场”的意涵

也有所不同且更加复杂化。首先，研究者的“肉身”并非出现在虚拟社区。也就是说，这不是真

实身体的到场。“到场”表现为其视觉、听觉等知觉器官感受和体验虚拟社区中的活动。其次，

研究者设定的虚拟身体（也即ａｖａｔａｒ，头像或其他符号表征）到场，直接体现为在线（也有可能

设定为隐身状态）。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以虚拟身体（事实上代表的是屏幕背后研究者的真实

身体）为主体发出的知觉、感受、反应等信息，通过网络媒介传递的声音、文字、图片和表情符

等，被其他参与者识别、阅读和感知。如此，即使社区中的其他参与者不能看到研究者的“肉

身”及其动作、表情等，却能感觉并确认其在场，并在必要的时候与之展开各种互动。研究者也

以此实现了“在那里”并亲历其中的各种交流和活动，进而收集一手资料。总之，网络民族志的

回归“摇椅”，是一种新的到场方式的实践，是通过虚拟身体到场进行一手资料收集的研究

方式。

三、融入虚拟社区：“浸染”的规范性要求

对于民族志而言，偶尔几次的到场和短暂停留以收集研究资料，这不能说是从事田野工

作。长期的持续时间的投入是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通常民族志者要在社区工作和生活半年

至１年或更长的时间。④

你不能在一夜之间，甚至在一两个月内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同样，如果有人声称用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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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美］罗伯特·Ｖ·库兹奈特著、叶韦明译：《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第３７页。

鲍曼（ＺｙｇｍｕｎｔＢａｕｍａｎ）认为，移动电话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空间依附的象征性的“最后一击”。参见［英］齐格蒙

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６页。

参见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参见［美］大卫·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页。



完成了人类学研究，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完全曲解了田野调查的意涵。……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可以在短

短几周或一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融入一个社区。①

这在传统的田野工作中是不成问题的。通常民族志者到达田野后，并会在田野中安顿下

来，并长时间停留。因研究目的达成等原因，研究者才会撤离研究现场。② 对于网络田野调查

而言，到场方式的变化使得“长期的田野调查”成了一个吊诡的表述：如果一个研究者声称其对

一个虚拟社区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在这一年里，他／她是每天或几天内甚至数月内偶尔

登录虚拟社区吗？还是成天沉溺在虚拟社区中？———如何对这种声称作出真实性判断？在传

统的民族志中，在调查的总体时间长度有所保证的前提下，浸染（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③的方式或参与

程度的加深都可以让研究者更好地融入所研究的社区及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成就民族志。

那么，在网络田野工作中，如何确保融入所研究的虚拟社区及其文化？

（一）传统田野工作的融入：“浸染”与“参与”

１．以“浸染”的方式融入。如果民族志者生活在那些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陌生社区里，

一天２４小时都在那里并成为社区成员，这样来研究社区生活，便是一种几近沉浸的方式。④

当代民族志要求人类学家完全沉浸在他的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生活里，⑤也就是住到所研

究的社区里，与那里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然，研究者也会不时地从研究现场撤离，哪怕只

是为了回到住所或私人空间记他们的笔记。⑥ 但即使这样，由于并没有离开所研究的社区，研

究者依然与被研究对象同处在一个社区之内。如此，通过浸染到文化中，并学会从这种浸染中

跳脱出来，研究者就能够理解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记录下来。⑦

追本溯源，“浸染”通常与基督教的洗礼仪式有关，意指被水浸泡或仪式性泼水。⑧ 应用到

田野调查中，“浸染”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涵：其一，从时间的维度强调研究者并非任意地离

开研究现场或以往返住所和田野的方式进行田野工作，而是在一个持续的较长的时间段内生

活在田野中；其二，“浸染”是注意力的一种形式。⑨ 因此，“浸染”也指被吸引或专注于某物，完

全处于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达到这种状态也是以长时间的在场为基础。如蔡华在回顾田

野工作中与村民交谈时所说的“身心沉浸”以至“忘我”的状态：

我与许多村民的交谈都持续了若干天，与同一个对谈者的访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耗时一月有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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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汤姆·毕昂斯托夫：《反思数码人类学》，［英］丹尼尔·米勒、［澳］希瑟·霍斯特编，王心远译：《数码人类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０－７１页。

参见［美］丹尼·Ｌ·乔金森著，龙筱红、张小山译：《参与观察法》，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也有的学者使用“沉浸”一词。下文中，为保留文献的原貌，如研究者使用的是“沉浸”，笔者引用时不作更改。但其

意涵与“浸染”等同。

申苏尔等也将其作为对传统的“参与”的界定。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通常都是较长时间段内生

活在田野中进行参与观察。参见［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第６５页。但笔者认为，“浸染”和“参与”两者在语义上依然存在差异，可见后文的论述。

参见张丽梅、胡鸿保：《没有历史的民族志———从马凌诺斯基出发》，《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参见［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６５页。

参见 Ｈ．Ｒｕｓｓｅｌｌ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３４４。

参见 Ｓａｂｒｉｎａ Ｆｉｔｚｓｉｍｏｎｓ，“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Ｌｅｓｓ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Ｆｉｅｌ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１３。

参见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ＴＭ，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ＺａｐｈｉｒｉｓａｎｄＣｈｅｅ

Ｓｉａｎｇ Ａｎｇ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ｐ．２１２－２１３。



天在坚硬的薄草坪上一坐就是几小时，聆听那些极具异国情调的活法给笔者带来的震撼和唯恐遗漏而尽力

快速记下对谈者所讲述的一切而带来的压力，使我整个身心沉浸在交谈的内容中，常常完全处于忘我的

境界。①

“浸染”总是与卷入（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相提并论，②意味着深层的融入。但由于强调的是注意

力的聚焦，笔者认为，“浸染”并不一定意味着“参与”，因为前者是单一主体的活动或状态，而后

者涉及与他者之间的互动。

２．通过“参与”而融入。研究者也可以通“参与”的方式，融入研究对象的文化。“参与”是

指当某个活动或事件正在发生时，研究者出现在那里并与之有互动。③ 在传统的田野调查中，

参与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有时候，研究者出现在一个社区或某次活动中，除了陪伴他人、观察和提问，他并不需要做什么；而另一

些时候，人们则可能期待他更积极地参与。有时候，研究者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例如：照看小孩、购买食

物、修理汽车，和青少年或成年人做游戏，或者和公共卫生官员及教师一起开展一次公共卫生运动。④

“参与”的程度往往被表达为从“不参与到积极参与再到完全参与”这样一个连续统。⑤是

否可能参与或能参与到什么程度受环境和研究问题的影响。此外，参与者的角色选择也会影

响参与的程度。参与者可以成为“完全的局外人”，也可以是“完全的局内人”，或者成为这两个

极端角色之间程度较大或较小的局外人或局内人。“研究者的参与角色决定了他能够看到、听

到、摸到、尝到、闻到和感受到的一切”。⑥ 参与观察法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研究者有可能作为

局内人体验日常生活的世界，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深入人类生活，获得直接经验。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一定要成为局内人。

“不参与”是“从远处观察”，是类似观众的一种观察方式，且只有在研究者不会引起活动参

与者注意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如“从远处观察生产线上的工人，在‘情人巷’或公园里散步的

情侣，或者在操场上与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母亲和教师”。⑧ 但学界对此存在争议。有学者认

为，根本不存在“不参与”的情况，如史密斯（ＤｏｒｏｔｈｙＳｍｉｔｈ）所持的观点：

没有非参与观察（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这回事。问题不在于她的在场如何影响她所关注的事件。

更根本的问题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社会特征以及事件对我们而言是如何发生的。远距离的观察者也在努力构

造她所观察到的东西。她保持距离也是正在进行的社会组织活动的特定组成部分。她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保

持着确定的积极关系，并且，这构成了她的解释工作的一部分。⑨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在研究现场，并共同构建了研究的现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确实与

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着“确定的积极关系”。但笔者认为，就实地的调查而言，更重要的一点依

然在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民族志者通常要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中获得存在，确定其研

究者身份，并让被研究者了解研究兴趣以获得知情同意（这种同意是默认的，不一定通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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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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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Ｊ．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参见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ＴＭ，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ＺａｐｈｉｒｉｓａｎｄＣｈｅｅ

ＳｉａｎｇＡｎｇ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２１４。

⑤ 参见［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６５页。

［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６６页。

［美］丹尼·Ｌ·乔金森著，龙筱红、张小山译：《参与观察法》，第４７页。

参见［美］丹尼·Ｌ·乔金森著，龙筱红、张小山译：《参与观察法》，第５２－５７页。

［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６２页。

ＤｏｒｏｔｈｙＥ．Ｓｍｉｔｈ，Ｔｅｘｔｓ，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６７．



表达）。① 这样，研究者很少会有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② 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干扰也随之

产生。当然，这种影响往往会因为长时间的在场而有所消解。因为你在现场的时间越长，人们

就越会认为你没有威胁，或者把你的存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③ 例如，马凌诺斯基就曾谈到自

己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出现的时间越长，对社区的影响越小：

应当记住，土著们每天频繁地看见我，便不再因我的出现而好奇或警惕，或被弄得忸怩不安，我也不再是

我要研究的部落生活的一个干扰因素，我的突然接近也不再像一个新来者对每一个蛮族社区总会发生的那

样会改变它了。④

但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更加在所难免了。不管是否暴露身份，研究者长期对一个社区中的

人或对一个特定群体进行观察却不与之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说来，

通过“不参与”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是很少见的。

总之，对于经典的民族志而言，研究者通常都是浸染到所研究的部落、村落或社区中，并进

行或多或少的参与，参与的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不参与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在浸染

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意味着全程参与。倘若只是作为局外人，有些场合也是无法参与或很难参

与的，例如一些宗教仪式，是不会邀请外来者或干脆禁止外来者参加的。

当然，研究者也并非一定要以浸染的方式才能进行田野调查。“住在一个波利尼西亚村子

里研究要求全天参与；住在家里，每天往返消防队研究消防员则只要求部分时间参与”。⑤ 在

后一种情况下，虽然研究者会经常离开田野再返回，但因研究者的每次在场一般都要持续数小

时甚至更长时间，长年累月下来，理论上也可以对研究对象形成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只是这种

往返不可避免会错过许多重要的节目，且融入的程度相对较浅，而在浸染的情况下，则一定程

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失。

总而言之，“浸染”和“参与”在语义和表现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在传统的田野工作实践

中，两者往往相互交融，促使研究者更好地融入所研究的社区及其文化。

（二）网络田野工作融入面临的新问题

１．传统意义上的“浸染”不可能实现。与传统的田野工作一样，只有确保融入所研究的虚

拟社区，才能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如果到场演变成偶然的、任意的、短暂的，观察也将流

于浅层和表面。并且，只有长期的跟踪调查才不至于错失很多重要的信息。例如，笔者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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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类学界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人类学家进入落后的或原始民族地区作业，有可能使该民族的社会、文化

受到外来文化方式的介入或干预，失去了原有的“纯净状态”，因此在运用参与观察法的早期，出现过一种极端的做法，即要

求调查者完全扮成当地群体中的一员，参加他们的生活，不暴露自己调查研究的任务和身份，采用所谓密探的技巧来搜集资

料，其中也有成功的。参见蔡家麒：《试论田野工作中的参与观察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即使在现时代，

也有研究者提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隐蔽式策略，例如对越轨或犯罪亚文化的研究，甚至认为运用隐蔽式策略是获得可

靠信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人类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冲突、谎言和自我欺骗，如果总是要求参与观察者公布他们的研究兴

趣，大部分人类生活领域的研究将不可能进行，或者，研究将被极大地限制在某些公共活动领域，而那里人类生活的形象会

受到太多有意的操控。参见［美］丹尼·Ｌ·乔金森著，龙筱红、张小山译：《参与观察法》，第５２页。而按照美国人类学协会

伦理法典的要求，人类学研究者应事先获得被研究者、信息提供者等相关人员的知情同意。参见王媛译、张海洋校：《美国人

类学协会伦理法典》，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识》，２０１０秋刊０４。

参见［美］丹尼·Ｌ·乔金森著，龙筱红、张小山译：《参与观察法》，第５０页。

［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５－６页。

转引自［美］斯蒂芬·Ｌ·申苏尔等著，康敏、李荣荣译：《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第６６页。



城市居民的环境抗争时，对业主用于交流信息、进行动员的ＱＱ群进行了观察。在其中，为了

了解群友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强度，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动员，管理员想出了一个策略，即

让群友在自己的群标签前加注数字以表明自己愿意付出的程度（１表示愿意组织，２表示能主

动做事，３表示愿意做事，４表示呐喊助威）。绝大部分群友在管理员的号召之下都为自己的群

标签加注了数字。最初，很多人都加注１、２，或１＋２、１·２等。而随着行动的开展和政治风险

的增强，陆陆续续有群友去除了数字，或将１、２之类的标注改成了３或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现象，且其中蕴含着参与者的行动逻辑。① 而对于这一现象，只有通过长时间跟踪和调查

才能有所察觉并予以记录和理解，并非偶尔登录ＱＱ群或通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就能够把握，也

并非通过下载聊天记录的方式就可以掌握。

但是，在传统的民族志中，研究者只要在田野中，便与被研究对象身处同一地理空间范围

内，“浸染”也能通过长期驻留田野得以实现。在网络田野工作中，由于到场方式的变化，研究

者与研究对象只是经由媒介在特定的时间共享或共处于一个虚拟空间中。并且，基于互联网

技术，人类已实现了在同一时刻“置身”于实体、虚拟的多个场景中，并展开各种即刻的互动。②

研究者虚拟身体在场的同时，也身处现实的生活空间中，如此形成了一种多重在场（ｍｕｌｔｉ

ｐｒｅｓｅｎｔ）。③ 这样一来，即使在进行调查的时候，研究者也是既在田野之中，也在田野之外。按

照传统意义上对“浸染”的界定，如果要求研究者“浸染”到社区中进行田野工作，这不仅是一种

挑战，也成了天方夜谭。因为即使只要求虚拟身体到场，研究者的注意力也不可能２４小时停

留在虚拟社区中，且长年累月如此。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随时随地抽离田野，因为离开田野不再需要像传统民族志研究一

样长途奔波、车马劳顿，而只需要点击鼠标之类的简单技术运作，或是手指快速划过手机屏幕

上的特定区域，甚至不需要任何操作，研究者只需转移注意力即可。如此一来，哪怕是短暂的

几个小时的投入，都成为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因为这或许需要研究者的自觉甚至自我强制才能

确保一定时间的投入。

２．“不参与”也能融入虚拟社区。刘亚在关于“二奶”阿珍如何在虚拟空间里构建主体的研

究论文中叙述到：

同别的网友一样，我会在电脑前坐上三四个小时阅读阿珍的故事，阅读网友们的跟帖。同别的网友一

样，我好奇、愤怒、伤心、同情、喜悦、焦虑。很多次，我感受到一种冲动，想要加入讨论，最终还是控制了自己。

然而，我绝对不是一个“刺探隐秘者或冷漠的观察者”，因为我“分享了受访者的担心、情感和义务”。④

刘亚将其定义为一种“参与”，并着意指出，“‘参与’并不表示我也跟帖，积极参与讨论。

‘参与’指的是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我情感的完全投入”。⑤在笔者看来，严格意义上讲，这

是一种持续的注意力聚焦基础上形成的感同身受，或者说是一种“移情”，即将感情、想法转移

到被研究者身上，并按照被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进行文化事实的观察和表述。⑥ 至于

这种方式是否具有参与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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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⑥

参见卜玉梅：《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Ｘ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ｉｎ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７２。

⑤ 刘亚：《“二奶”阿珍：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故事》，《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罗红光：《人类学》，第２２页。



动，被观察者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当成研究对象。刘亚明确指出，研究者现身田野，表明自

己的研究身份，解释研究日程安排等———这样的民族志研究惯例在她的调查中很难遵守。

我试图与阿珍建立联系却没收到任何回音。……至于跟帖者，我则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与之联系的任何

念头。一是考虑其为数众多，更主要的是，如果“浮出水面”，暴露身份，是否会打断论坛的“正常”运作，甚至转

移讨论议题？……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在玩弄身份成为虚拟社区广泛实践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研究者的

真实身份不会被人认真对待，他／她的声音会被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声音所淹没，最终不得不重新潜入

水里。①

这也确实是很多网络田野调查面临的现实困难。不可否认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田野调查，

虚拟社区提供了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调查情境。研究者可以隐匿自身研究者的身份，不予告

知和公开，并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换句话说，研究有可能是通过潜伏（ｌｕｒｋｉｎｇ，或潜水）来实

现的，而潜伏的研究者不会给所研究的社区及被研究对象带来任何影响。并且，在被研究对象

不知道研究者的存在的情况下，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在的研究现场，更遑论与之有任何形式的互

动。② 但研究者却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并通过共情等方式对研究对象形成一定的理解。如

此看来，在网络田野调查中，“不参与”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轻易实现的。而这是一种“非

参与观察”，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参与观察”不能包容的新形式。

按照格尔茨的观点，从事民族志或进行田野调查的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并不能界说这项

事业。规定它的是它所属于的那种知识性努力，经过精心策划的对“深描”的追寻。③ 研究者

即使不参与虚拟社区中的活动，不与研究对象进行任何互动，但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共情的方式

融入一个社区，并在精神上分享其对象人群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且能解决或弥补研究伦理方面

的问题），④达成“深描”的目标，这未尝不可以作为田野工作的新方式。当然，正如“深描”所要

求的，作为成果形式的民族志必然是细致入微的、立体的、深入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平面的、

浅层的。这也是判断或检验研究者是否进行过长期的田野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

（三）网络田野工作中“浸染”的新意涵及规范性要求

“参与观察”已经不能完全囊括网络田野工作的所有可能方式。网络田野工作中“浸染”对

持续在场及对注意力的强调而不是“参与”的强调，更能够回应和包容以上两种新的状况。当

然，必须对“浸染”进行修正，才能适应网络田野的调查情境。这或许也是不少学者在探讨网络

质性研究方法时，强调“浸染”的意义的原因。杨国斌认为，“浸染”是网络研究最重要的方

法。⑤ 海因在她的《虚拟民族志》中多次使用“浸染”来描述或解释网络田野工作。⑥ 凯尔和奥

利弗（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 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将“浸染”作为电子游戏研究的主要程序和方法。⑦ 菲茨西

蒙斯（ＳａｂｒｉｎａＦｉｔｚｓｉｍｏｎｓ）在她关于“第二人生”研究的论文标题中，着意突显了她“浸染”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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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亚：《“二奶”阿珍：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故事》，《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潜伏可通过伪装身份的方式进行，并与研究对象互动。但笔者认为，刻意的伪装欺骗性强，研究伦理的问题将更加

突出。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６页。

在网络田野工作中，事先告知有时候并不切实际，但理论上可弥补研究伦理的问题，如研究者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未

告知研究对象自身的身份，而在过一段时间后获得知情同意并继续开展研究；甚或，在研究过程的自始至终都未告知，但最

后使用资料时获得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相关问题另文阐述。

参见［美］杨国斌著、邓燕华译：《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页。

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ｉｎ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参见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ＴＭ，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ＺａｐｈｉｒｉｓａｎｄＣｈｅｅ

ＳｉａｎｇＡｎｇ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２０５－２２１。



拟世界的研究旅程。① 张娜也给出了有关“浸染”的重要论述。②

对于网络田野工作而言，究竟如何界定“浸染”？凯尔和奥利弗从概念层面对“浸染”进行

过系统梳理和介绍，并认为“浸染”的概念很复杂，学界对“浸染”的界定不一，且极为模糊。③

也有部分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未作任何的阐释。在此，笔者以菲茨西蒙斯的观点为参照，

尝试将其明确化和规范化。菲茨西蒙斯认为，对于网络田野工作而言，“浸染”指通过虚拟身体

实现持久的“精神专注”（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ｍｅｎ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这一界定为菲茨西蒙斯对凯尔等学

者阐释的“浸染”概念的进一步改造。④这可以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虚拟身体在场。“浸染”

与在场有关，或者说是一种身临其境感，⑤亦如前文第三部分所述。其二，持久时间的投入。

这与传统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一天２４小时生活在田野中的方式有所不同，网络田野工作中持续

长时间的投入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从调查的短时段来看，要确保持续数小时的投入，而不是

随意地、无约束地离场。例如，周永明在网络政治的研究中，对几个相关的网络论坛做间隔观

察，并在身体和时间安排许可范围内，大强度连续数个小时跟踪研究对象在网上的反应。⑥ 杨

国斌在研究中国网民的行动时，在特定阶段里每天平均花６个小时的时间，关注网络行动的发

展。⑦ 其次，从调查的长时段或整个历程来看，与传统民族志一样，要进行数月、一年甚至数年

的关注和跟踪。如毕昂斯托夫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他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开始在“第二人生”中进行

研究，直到２００７年１月才结束初步研究。⑧ 也就是说，这一项调查就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

其三，这种投入是一种注意力聚焦，一种被吸引（ａｂｓｏｒｂｅｄ）的状态。⑨由于研究者的生理身体

始终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但注意力却停留于虚拟社区中，因此，研究者既“在（虚拟）世界之中”，

也在其外。���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既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不参与的方式，

进入这种被吸引的状态。这样一来，存在两种类型的浸染：“参与式”浸染和“非参与式”浸染。

前者与“参与观察”同义，后者则是“非参与观察”。

这里再次以毕昂斯托夫研究“第二人生”的经历为例，来看“浸染”是如何在研究者的具体

研究实践中体现的：

几首歌唱完之后，你瞟了一下电脑屏幕的顶端，并意识到你已经在线两个小时；你的“真正的”身体饿了，

是时候吃晚饭了。因此，你离开新娘和新郎，告诉Ｊｕｄｙ和Ｇｅｏｒｇｅ很快就会再见，并退出“第二人生”，就像退

出计算机上的任何程序一样。“第二人生”从电脑屏幕上消失，但当你去厨房切菜做饭时，你依然还在想着所

有那些在俱乐部与新娘和新郎跳舞的人，看着虚拟的太阳落在虚拟的海面上。���

毕昂斯托夫采用了本文所说的“参与式”浸染（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特定角色）的方式。在调

查过程中，作者不知不觉已在线两个小时，因完全专注于“第二人生”的虚拟世界而暂时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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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ＴＭ，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ＺａｐｈｉｒｉｓａｎｄＣｈｅｅ

ＳｉａｎｇＡｎｇ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２１２。

参见［美］周永明著，尹松波、石琳译：《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页。

参见［美］杨国斌著、邓燕华译：《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页。

参见ＴｏｍＢｏｅｌｌｓｔｏｒｆｆ，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ｐ．５２。

参见ＤｉａｎｅＣａｒ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ＴＭ，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ｉｓＺａｐｈｉｒｉｓａｎｄＣｈｅｅ

ＳｉａｎｇＡｎｇ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２１６。

ＴｏｍＢｏｅｌｌｓｔｏｒｆｆ，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ｐ．１６．



生理身体的需求。即使离开了虚拟世界，作者依然惦念着其中的情景，似乎并未回到现实生活

中来。基于这种长期的深度浸染，毕昂斯托夫写就了网络民族志《第二人生时代的到来》。

四、对“参与”的倡议：参与观察的技术操作

“许多人把网上进行访谈和分析博客文本等同为田野调查。这是对田野调查的错误理解。

只有‘参与观察法’才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核心”。① 虽然在网络田野中“非参与观察”是有可

能的，并且同样具有成就民族志的可能性，但正如传统的田野工作一样，“在和对方的互动中认

识对方”②成为很多民族志者的信条，对于网络民族志，大部分研究者同样提倡切实的、积极的

参与，进行“参与式”浸染或者说参与观察。

（一）对“参与”的倡议

海因强调，虽然随着聊天记录和新闻组得以存档，民族志者和研究对象“不再需要共享相

同的时间框架”，③但参与实践依然是必要的：

在田野中更为积极的民族志参与形式要求民族志者，不是潜伏或下载档案，而是与参与者接触。从被动

的话语分析转变为创造性的积极参与者，以更深入地理解意义的生产。民族志者并非一个远距离的和非可

见的分析者，而是要在现场环境中变得可见和积极。④

库兹奈特也认为，研究者不仅不应该隐身，还应对社区及其成员有所贡献，参与某种形式

的社区活动：

在社区中的参与实践将改变随后资料分析的特质。这是使得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与内容分析或社会网

络分析技术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个内容分析者可能查看线上社区的档案，但她或他不可能深入理解它们的

文化信息，也不会深入思考和试图深入理解，如何在该社区生存，如何成为该社区的成员。后者是网络民族

志研究者的任务……参与意味着活跃及其对其他社区成员可见，最好能够对社区及其成员有所贡献。不是

所有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都需要参与所有形式的社区活动。但是所有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都需要参与某种

形式的社区活动。一个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许不想领导该社区，但他也不能是隐身的。⑤

按照海因和库兹奈特等学者的观点，积极的参与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在研究对象所在的线

上社区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互动所象征的意义，“而不是将成员或他们的实践从背景和文化

中抽离出来，以一种概括的、不具体的、一般的方式搜集这些信息”，⑥或者说为了通过参与实

践改变随后资料分析的特质，避免将资料的收集变成下载文档。参与也成为民族志和网络民

族志区别于内容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的地方。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计算某个

特定的单词背提到的次数，或者记录这些单词被‘好的’或‘极好的’修饰的次数……如果没有

民族志的洞察力，网络民族志仅仅是编码练习。网络民族志报告将变得扁平化和二维化”。⑦

总之，“如果我们想写出符合高质量标准的网络民族志，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深描，而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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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料、在局外分析绝非正途”。① 此外，笔者认为，“参与”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即有

些虚拟社区，例如游戏社区和虚拟世界，研究者必须亲身体验，成为“局内人”，才能理解其对于

研究对象而言的意义。

（二）如何参与？

至于如何参与，库兹奈特列举了各种形式的活动：从实时地频繁阅读信息（而非一次性下

载它们以待搜索和自动编码）、跟踪链接、评分、用电子邮件或其他一对一的沟通方式回复其他

成员、做或短或长的评论、加入和贡献社区活动，到成为社区的组织者、专家或意见领袖。这种

逐渐增强的卷入程度反映了参与的不同阶段。② 这已较为丰富地呈现了研究者在虚拟社区中

进行参与的可能形式。但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中成员进行互动和活动的方式不同，

因此，研究者如何参与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中，成员之间主要进行

的是文本对话，而在网络游戏中，则主要进行的是角色扮演基础上的各类活动。为此，根据所

研究的社区的类型，笔者将参与的类型区分为“对话式参与”和“体验式参与”。

１．对话式参与。这种参与方式可对应到信息社区和联结社区的研究中，因为这些社区的

活动以文本对话为主。社区文化得以存在也是因为人们不断地通过书写来进行相互间的交

流。鉴于这里的对话主要是基于文本的，文本对话成为网络民族志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要素。③

因此，研究者也要通过这种对话的或沟通的方式，参与到虚拟社区的活动中去，参与到意义生

产中。具体而言，研究者的参与随着时间和投入的增加，经历从“发布信息—互动交流—介入

活动—组织活动”的转变。其中，研究者最初发布的信息，主要是基于已有话题进行的回应，而

在“互动交流”阶段，则逐渐发展为一种主动的、自然而然的参与。“介入活动”表现为对社区领

袖创办或组织的项目／活动的被动卷入，“组织活动”则是在自身发展为核心成员后，主动发动

和倡议项目／活动。当然，研究者也有可能只是进行了特定阶段的参与，而未体验从“发布信

息”到“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但不管是何种阶段和何种形式的参与，都是建立在文本或其他

语言对话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文本对话的密度来呈现卷入的程度。

２．体验式参与。在针对虚拟世界和游戏社区的研究中，研究者以“居民”（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的身份

或在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成为“局内人”，从内部去体验研究对象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在这种参与中，研究者成了真正的“参与体验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④

毕昂斯托夫正是以这种参与方式，来开展他的研究的。他频繁地登录“第二人生”，在其中虚拟

地生活。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对性别、虚拟化身生活历程、网络语言等方面的理解，并得以

把握这些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⑤ 并且，毕昂斯托夫指出，激活自己的玩家角色进行亲身体

验，可以获得已有研究未曾提及的重要发现，深化对虚拟世界的理解。⑥ 此外，一些学者对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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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世界等虚拟游戏空间的研究，①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但这也带来了一种质疑，即这“究竟

是在玩耍还是在研究？”②毕昂斯托夫等曾对这种质疑作出解释，认为参与观察即意味着参

与———包括玩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能二者取其一。一个好的参与观察意味着玩耍

和研究是并行的，两者应视为同样的参与活动”。③毕昂斯托夫还以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参

与观察时曾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为例，说明参与过程中也伴随着玩乐。④

就操作步骤而言，菲茨西蒙斯曾明确提出，这种参与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即从离线世界进入虚拟世界，跨越这两者的边界，成为新来者或新手；第二个阶

段是转换（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包括学习技能、获得访问权限，建立持久身份并确立一种“地方感”

（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ｌａｃｅ）；第三个阶段是转化（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即转变成为虚拟世界中的角色。⑤ 笔者

将这三个阶段简化概括为“角色选择”和“角色学习”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研究者

还有可能会进入“角色沉迷”阶段，即深深痴迷于虚拟世界的活动。而作为研究者，倘若进入了

“角色沉迷”，还需要从陷入的角色中跳脱出来，即“角色抽离”。例如，研究魔兽世界的陈自称

是一个资深玩家，他决定研究魔兽世界，是因为他对之痴迷且深度参加了游戏竞赛。但他以此

为基础，重新回归研究者的角色和要求，进行了一项深入的民族志研究。⑥ 因此，我们可以将

体验式参与的过程，依据时间和投入的增加，界定为“角色选择—角色学习—角色沉迷—角色

抽离”四个阶段。同样的，研究者未必完全经历所有阶段。

比较以上两种参与类型，虽然参与的具体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理解文化的过程却是一致

的。研究者进入虚拟社区中，通常将经历从“新晋成员—普通成员—积极成员—核心成员”的

转变。当然，研究者也有可能直到调查结束最终只是成为普通成员或积极成员，而并未发展成

为核心成员。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从最初所体会的陌生感，到获得成员感，最终形成对研究

对象的理解。对民族志者而言，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虚拟社区中进行研究，要进行参与实践的

话，理论上必然要采用以上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当然，这两者并非非此即彼，有可能在一项研

究中同时采用这两种参与方式。

（三）观察什么？

不管是“参与式”浸染还是“非参与”式浸染，研究者都要对虚拟社区中的活动进行观察。

在传统的民族志中，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说法，“我们要注意到一些实际生活不可测度而极其重

要的事实”。⑦ 这包括许多内容：一个人整个日常工作日中的例行事务，他照顾身体、进食以及

做饭的方式等细节；围着村中篝火谈话和交际的腔调，强烈的友情与敌意，以及人与人之间同

情与厌恶之情的传递；微妙真实地在一个人的行为中透露其虚荣心与野心的方式，以及他人的

情感反应等。⑧ 概言之，观察的内容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绪和情感等方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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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对于网络田野工作而言，研究者同样要观察这些内容，只不过承载这些内容的载体有

所不同了。在虚拟社区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绪和情感等是通过文字、符号或其他

视听觉信息呈现出来的。因此，理论上而言，观察涉及屏幕上显示的文本信息和视听觉信息。

具体而言，即对虚拟社区中的文本、表情符、图片、颜色、页面布局和图形设计等进行观察。在

必要的时候，对点击、转载等状况进行观察。同时，还应观察社区的一些动态信息等。总之，网

络中的参与观察取决于我们在与研究对象互动时管理文本的、视觉的、感官的和动态的要素的

能力。① 当然，与传统田野调查一致的是，研究者在观察过程中要做好田野笔记。音频、视频、

聊天记录和屏幕截图等不能替代现场笔记，它们只是重要的附加数据。研究者应结合自身的

参与，及时记录观察到的信息和自身的想法、感受等。

五、结　语

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日益渗透，关于互联网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

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案例和实践经

验，在与传统民族志保持对话的基础上，对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已有

研究中呈现出的对网络民族志方法的误解进行了初步揭示。

由于到场方式的变化，网络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确保融入所研究的虚拟

社区及其文化。本文对“浸染”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提炼，并将其作为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的

根本方法。就具体的田野工作过程而言，在选择特定的虚拟社区作为田野之后，研究者可以回

归“摇椅”进行田野工作，以虚拟身体实现到场，但为了确保融入虚拟社区，应满足“浸染”的规

范性要求，长时间、持续地专注于虚拟社区中的互动。在浸染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选择参与

或不参与虚拟社区的活动。并且，不同于传统的田野工作，研究者可以通过“非参与式”浸染的

方式成就民族志，但“参与式”浸染也即“参与观察”依然是居于主导的方法和要求。浸染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参与也是网络民族志区别于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关键所在。至于

如何参与，本文针对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提出了“对话式”参与和“体验式”参与两种方式，并

明确了参与的过程和步骤。本文将“浸染”作为网络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并提倡参与观察，但

这并不排除以在线访谈甚至小规模问卷调查等其他线上调查方法作为辅助之用。

网络民族志依然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当中。重新思考传统民族志在面临虚拟田野时所存

在的局限性及所受到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是网络民族志继续发展的方

向。② 笔者期望本文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和对话，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网络社会的现实，促进人

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对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共同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繁荣和

发展。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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